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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大儒吴澄赠送序的文化意蕴 

左丹丹
1
 

【摘 要】：吴澄为元代士人撰写的 193 篇赠送序不仅反映了元代儒士在铨改举废这一特殊境遇下的入世面向，

而且揭示了吴澄本人对儒士命运的理论思考和人间关怀。他对“人爵”“天爵”的思考有利于引导儒士在积极进取

时学会安身立命；他对儒士正业、别业的解读，在为儒士从事正业、别业进行辩护的同时，试图教导儒士调整知识

结构以应对世变；他对儒进、吏进的分析，既为儒士入仕作了有力的辩护，也发现吏进更有利于选拔具有实学实能

的人才。作为理学家，吴澄的这些思考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作为教育家，吴澄的这些思考具有浓烈的人间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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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序自唐代发展成为独立文体以来，历宋而元，蔚为大观，《全元文》收录赠送序高达 2500 余篇，其中吴澄（1249—1333）

所写赠送序就有 193 篇。1吴澄自 1286 年开始，几乎每隔十年便会被当道荐举，尽管每次任职均不满三年，声望、职位却越来越

高，从学者遍布南北，请他写赠送序以张声名者亦不胜枚举。作为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吴澄学术上主张和会朱陆，融道问学与

尊德性为一体，其赠送序全方位地传达了他的修身理想和入世理念。目前，学术界对吴澄的赠送序已经有所关注
2
，但并没有从

总体上关注这些赠送序所反映的元代前中期士人的入世面向和吴澄的修身理想、入世理念，因此，本文拟从“赠人以言”这一赠

送序文体规范入手分析这些赠送序的文化意蕴。 

一、人爵与天爵 

元灭南宋之后，铨改举废，如何安身立命成了所有士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吴澄的赠送序从理学家的立场对士人的出路进行了

思考，提出了“人爵”与“天爵”的命题，对士人的教育、出游、科举、仕隐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 

吴澄在多篇赠送序中对天爵、人爵进行了阐释。其《送曾叔山序》系送曾叔山赴万安教谕而作，他在该序中指出：“今之仕，

人爵之发端也。人爵，人也，而由乎天；天爵，天也，而由乎己。仕有暇时，学无止法。日进月升，跻于天爵之极品，予之所望

于叔山，非但人爵之进升而已。”3这里的天爵与人爵，典出《孟子·告子》：“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4天爵指高尚的道德修养，人爵指世俗的功名利禄。吴澄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人爵，而是希望曾叔山继续提升自己的道

德修养，获得天爵。在科举时代，人爵指的就是科名。在道德修养和追求科名之间，吴澄更加强调前者。他在《赠饶熙序》中强

调饶熙祖上科名颇甚，但表示自己无意急功近利地劝导饶熙科举仕进。他以抚州乡贤为例加以解说：“宋之盛时，抚之曾、王二

姓最盛。曾再世擢科矣，乃至中书舍人巩，同产五人皆进士。王一世擢科矣，乃至丞相荆国公安石，同产三人皆进士，其一又特

赐及第。然二姓之所以盛，盖不止于科名。中书、丞相之文如丽天日月，上与汉之贾马、唐之韩柳等夷。而丞相之志行，吾陆子

所谓‘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者，百世一人而已。”
3
在吴澄看来，志行之卓、文章之古要远远比科名之显重要。也就是说，天

爵比人爵重要，道德修养远远超乎功名利禄。有了这样的认识，士人便能够在铨改举废的时代安身立命了。 

在教育上，吴澄期待士人追求天爵。他告诉学正方元质：“夫今之学者之学，不过二端，读书与为文而已矣。读书所以求作

圣人之路径……为文所以述垂世之训辞。”3他告诉学录陈华瑞，《四书》乃进学之本要，“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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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3这是在强调读书、为人、为文必须以圣贤为榜样，必须从实悟与实践中提

升自己的道德素养。正因为如此，他在赠送序中列出了一系列学习的榜样。这些榜样，主要是倡导理学、心学的宋儒：吴澄曾有

一序赠给编辑《天下同文集》的周南瑞，在文中吴澄借用周敦颐之语谆谆告诫：“‘圣人之道，韫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

文辞而已者，陋矣。’敬修之文辞固已卓冠乎乡儒之上，自濂溪眂之，则陋也。盍暂舍其所已学，而勉进其所未学者哉？”3 正

因为如此，他在《赠成用大序》中强调为学在我不在书，极力张扬学人的主体性：“《易》在我，不在书也……盖得之于心、践

之于身者，上也；索之辞、验之于事者，次也；聒聒于口耳，而姑以为名焉者，下而已。”3这是追求天爵的教育观，是道问学

与尊德性的统一，是吴澄和会朱陆的体现。 

铨改举废之后，元代士人为了前程纷纷出游，并且以司马迁之游为榜样；但吴澄却从天爵的高度反对士人游谒以求人爵。他

在著名的《送何太虚北游序》中提出了两种出游观：昔之游者为道，“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

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取友者一乡

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今之游者为

利，“方其出而游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所，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

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3对于士人的出游干谒，吴澄往往加以劝阻，认为“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

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
3
；他强调士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与出游无关，而与自身内在的体认、实践密切

相关。当徐泽用、叶钧仲打算到儒家圣地孔林朝拜时，吴澄甚至认为孔林“虽逢盛代褒崇，而不免于寂寞荒落也”：厅堂内不闻

金石丝竹之音，乡野不见浴沂风雩之乐，孔氏子孙大率类农夫野人。“子之至彼也，能无怅然望缺、弛然兴尽，甲陬而归乎？子

如欲观圣人，则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盖具在方寸之内，一俯仰间可游也，又焉用远适为？”3当然，吴澄也不是一概否定出游。

对于能够增长识器、提高修养的出游，吴澄还是颇为赞赏的。他指出，在元代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这样一种“大一统”

的环境面前，萧九成尽管精于史学，但还是应该出游：“君之史学，苟徒稽诸方册之所纪载，而不证诸耳目之所见闻，得无有阙

乎？”
3
长沙王秀才世为儒家，家有恒产，年十五即弃家出游，“挟其才气，不屈下于人。人稍不相知，辄奋怒。游之所得，随

得随丧。弊衣破裘，走尘垢泥涂中”，被人视为狂士。王秀才告诉吴澄：“吾之游，匪为利，匪为名也。览天下山川，识天下人

物，以恢廓吾之胸，即归理畎亩，守坟墓，终身与父母、兄弟、妻子处，复何求？”3 这番通过游历以提升内在修养的言论立即

让吴澄刮目相看，将其视为天下奇士。 

尽管科举的废除让士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正道，但吴澄却在《送崔德明如京师序》《送何庆长序》《送舒庆远南归序》《送赵

宜中序》《送虞叔常北上序》等送序中对科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原因就在于科举严重阻碍了士人对天爵的追求。在他看来，“科

目兴，而取人不稽其本实，所取者，辞章之虚而已”3。科举本为兴斯文，而文之弊往往由之。其原因就在于科举之文决得失于

一夫之目，为一时利禄之计，无暇为千万世计也。宋人热衷科举程文，“晨夕所思，始终所为，无非己私人欲之发，岂有一毫救

世济物之意哉！”
3
因此，当元代恢复科举后，吴澄特别赞同元廷“经明行修”的取士原则，认为这样的取士原则可以防止以上

弊端。他也谆谆告诫考生：儒之学不止能决科之文而已。当赵适中以易学考中进士后，吴澄特意告诫他：“《易》非梯利禄之具

也。令幸以《易》而获仕，凡律身、凡字民，一一于《易》之道无违焉，其殆庶几乎”，“不然，岂特招儒科之尤，抑亦贻家学

之羞”。3 

吴澄在赠送序中还强调，士人的出处与仕隐均应以对天爵的追求为鹄的。在他看来，人爵是正当的，人爵的追求与天爵的追

求应该是互为表里的。天爵的追求是实现人爵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他强烈反对士人为了人爵而抛弃天爵。在《送李文卿序》中，

他强调孝养的重要性，强调出仕的士人不得以公义而夺私情，对于元代那些出仕远方却不孝养父母、不探望父母甚至匿丧不发的

士人进行了严厉地斥责。《赠李溉之序》《送曾巽初序》《送番阳陈仲江序》为吴澄送品官归隐之作，重点凸显他们归隐后对道德

修养的追求。在吴澄看来，李概之乃盖世人豪，其归隐与儒家放弃功名而反求诸身的道德追求密切相关；曾巽初归隐后喜欢与方

外高人游，其高情远志是碌碌嗜进、恋恋人爵者所无法理解的；陈仲江归隐之后易其名为“浣”，意在如浣衣之垢以浣心之垢，

对于内养的提升可谓孜孜以求、终身不渝。 

吴澄对天爵的理解反过来让他对人爵的追求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他告诉进京谒选的晏然：“抑予之所闻贵有二：有人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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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有天之良贵。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此人之所贵也；求之在我、得之可必者，此天之良贵也。然也既得人之所贵而归，其

再过余，余当以天之良贵告。斯贵也，然固有之。然之然，圣人亦然。故曰：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斯贵也。不考格于吏部，不受

恩于宰相，自初品至极品，皆可自致，而不资藉于人。”
3
人之所贵者，人爵也；天之良贵者，天爵也。天爵是完全可以通过自

我之修持而获得，是不必依靠外在条件的；人爵不仅要取之有道，而且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在吴澄看来，有了这样的认识，便可

称得上通儒：“吾夫子之教，素其位而行，不以获乎外者为轻重”3，“故仕不择何官，官不择何地，世谓之通儒”3。在《送邓

善之提举江浙儒学诗序并诗》《送孔教授归拜庙序》《送翟生序》《送庐陵解辰翁谒吏部选序》《送李晋仲序》《送赵仲然赴循州长

乐县主簿序》中，吴澄对赴任士人不在乎官之大小与地之美恶、怡然自安于职位的精神境界赞赏不已，认为这是天爵对人爵的扶

持。对于不遇士人，吴澄也往往以人贵、天贵之理念加以劝解。涂云章之才不在周尚之、揭傒斯之下，却屡试不第，欲走京师以

广见闻、以纾愤郁，吴澄安慰他：“揆子之才，成就非在周、揭之下者。其迟其速，则有天焉，非人所能必也。子其居易以俟，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3
这是在劝涂云章听从命运的安排，修天爵以待人爵的到来。吴澄对天爵人爵、天贵人贵的辩证思考，

让士人对于人生的认识和选择变得更为通脱，有助于其安身立命。 

二、世儒与别业 

吴澄赠送序分别创作于江西和大都，前后历时五十年，赠送对象遍及南北，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元代士人尤其是南方士人的入

世面向。吴澄的叙述和赠言凸显了这些士人的世儒特征，分析了这些士人在铨改举废下不得不寻求别业的职业转向，传达了吴澄

对儒士命运的关怀。 

从赠送对象的身份可知，元代士人在从事教学、仕宦之外，还从事着大量此前儒士不屑于从事的别业。在 193 位赠送对象

中，除了 32 位游学、干谒、观光、省亲的儒生外，其余赠送对象都有自己的特定职业身份。5 其中，省台、宪府、馆阁各级品

官 34人，教官 41人，吏员 14人，医士 18人，相士 15人，道士 11人，地理师 6人，篆刻 6人，墨工 2人，编书卖书 2人，琴

士、和尚、画师、陶工各 1人，道士兼相士、地理师兼相士、道士兼地理师、相士兼医士各 1人，道士兼医士、地理师兼画师各

2 人。省台、宪府、馆阁各级品官和各级教官总计 75人，属于传统儒士的职业规划范畴；其余的 11 种职业总计 86人，对于儒

士来说，这属于别业。这样一种职业分布比例，足以说明，元代士人在铨改举废的情况下一方面努力适应新制度以寻求传统士人

的出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生存而展开职业转向。 

就赠送对象的籍贯分布来看，元代士人在职业分布上南北差异很大。吴澄先后 5 次被荐举进京，因此在大都写下不少赠送

序，赠送对象包括离开京师的南人和北人。不过吴澄每次在大都待的时间都不长，短则几个月，长亦不超过三年，其大部分时间

还是在江西老家讲学，其间亦曾一度暂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先后两次任江西乡试主考官。吴澄的赠送序写于江西者最多，赠送对

象的密度则按崇仁县——抚州路——江西行省——江浙行省、湖广行省、河南行省以同心圆的形态第次发散，赠送对象的身份主

要是南人尤其是江西人，也有不少在江西做官的北人。在193篇赠送序中，赠北人者 33篇，赠南人者160 篇，这与吴澄在南北

所居时间是基本吻合的。对比这些南人和北人的职业，我们会发现元代政治体制对南人、北人影响差别巨大。在 33 位北人中，

除 3位儒生外，事别业者仅 4位，其中两位属于职业技工，另2位相士是士人出身。在元代被迫从事别业者主要是南方士人。北

人从事吏职者 5人，均系世家子弟，任职省台，品级比流官中的县令还高。北人有吏进的传统，并不视作吏为别业。而另外9位

从事吏职的南人，则主要在州、县一级官府任职，根本不入流，也无法像 5位北方吏员那样有光明的前程，这在南人看来，属于

别业。北人出任教官者仅 2 人，而南人出任教官者高达 39 人，这也说明出任教职是南方士人的主要出路。从吴澄的赠言可知，

由教职迁转管民官是南方士人的愿望，但迁转的速度太慢，到达县、州级品官时大部分已经到了致仕的年龄。在 34位省台、宪

府、馆阁各级品官中，北人占了 19位，大部分身居高位，是元廷派到南方的统治者；而另外 15位南人品官，除了曾巽初、陈仲

江在国史翰林院担任品级不高的职务外，其余 13 人均在地方担任诸如县尹、主簿、录事、照磨、判官、巡检一类的低层流官。

可见，由于元廷实行根脚制和族群等级制，与北方士人相比，南方士人不仅在仕宦上受阻而且被迫改业。 

吴澄在撰写赠送序时有着强烈的世儒情结，总是不厌其烦地交代赠送对象的世儒身份，甚至长篇大论缕述赠送对象的儒科

经历。如《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整篇文章都在叙述、议论董方达祖上的儒科业绩：“庐陵支邑之远乡有董氏一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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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迄宋末，以文儒发身者七八十人。祥符甲寅，淳、滋、渊、湘一家同父兄弟四人同预贡。次年乙卯，淳登科。明道癸酉，洙

暨弟仪、汀、子师德、师道一家父子兄弟五人同预贡。景祐甲戌，皆登科。此其科名之最稠者。登科之儒累累相续，敦逸官至侍

从，德元官至执政，此其官位之最隆者。”
3
豫章葛贵纯由教官转南丰州判官，吴澄在送序中缕述其祖上科举功名，叹服其不造

权门、不言利禄的德行，甚至认为这种德行“其渊源渐渍，所以陶其德器、畅其辞枝者，固与白屋新进之士迥不相侔”3。吴澄

的这番话，通过贬低贫寒新进士将自己对世儒的敬仰推向极致！ 

在世儒情结的驱使下，吴澄特别推崇世儒后代从事教职工作，并为他们在科举恢复之后能够用儒学获取功名赞叹不绝。在

《送程鼎实序》中，他指出，自己的老师程绍开乃贤人君子，可以大用，宋元易代之后不得不归田山中；不过，由于家日以肥，

其子孙蕃硕而且贤，因而能够不坠其家学，不忝其世德，悉为当路所礼，先后出任教官。其《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送

邵文度仕广东宪府序》《送葛州判南归序》《送李晋仲序》则赞叹世儒子弟在元廷恢复科举之后能够利用其家学考取乡贡进士，并

以其世德熏染之情怀淡然面对会试之不利，欣然接受教职和吏职的任命。《赠李庭玉往岳州序》更进一步指出，乐安李庭玉祖上

世代以《书》义为进士师，取得了乐安科举史上的辉煌成就，其祖父、父亲在宋元易代前后能够弦歌不辍，因而在科举恢复之后，

抚州先后有两位士人以《书》义中高甲。出于对世儒业绩的赞赏，吴澄援引《庄子》不龟手之药的典故，鼓励李庭玉弘扬家风，

获取功业。 

在世儒情结的驱使下，吴澄对世儒后代转从别业特别关注，吴澄半数以上的赠送序就是为他们所写。在这些赠送序中，吴澄

将这些以往士人瞧不起的职业进行了儒化处理，这些术业均因此打上了“儒+X”的痕迹。吴澄特别喜欢凸显道士、医士、相士、

地理师、篆刻工、墨工、编辑、琴士、和尚、画师们的“儒士”出身，甚至详细描述儒士们是如何转业的，如他细述临川西乡查

林曾氏唯斋翁专治《周官》六典考取进士的经历，并指出他的三位儿子能够在改朝换代后随世择术以干名利：一以儒得仕，一以

卖卦为生，一以阴阳家得仕。他还指出：“予特叙其家系大概，俾人知其为儒官之胄，而非止伎术之流也。”3再如，他指出，

上饶尹国寿乃儒宦名家，易代之后，世官不可复叙，试图作吏也不成功，只好专治篆学，游士大夫之门以谋生。对于他的职业转

向，吴澄是这么认识的：“然则国寿之不用于时，未为不幸也”，“是学也，久则神，神则天。如其未也，亦将齐名于冰、铉，

而所以光其先世。人不溃其家声者，与为刀笔吏于一时，其得丧荣辱，岂不相去万万哉”。3凡此种种，都是在为儒士的职业转

向作辩护。吴澄特别喜欢强调这些人受到世儒家风的熏陶因而在学识、品行上与儒士无异。他指出：医士陈景和有恒心有士行，

“躬士之行，执医之伎，是岂专方伎者所可等伦哉？”3 高仙观道士黄平仲“劬书工诗”，“与之语，见其为儒流，不见其为道

士也”。3 玄教高道吴全节“虽游方之外，而事亲之孝，儒家子有不能及。其事君也恭顺，其事师也无违礼，盖在三如一矣。而

又通儒好文，乐道人善。凡所尊所嘉，所容所矜，一一各得其欢心。是以无贵贱、无长少、无远近，翕然称之曰贤。”3不仅品

行如儒士，而且能够庇护儒士。吴澄还特别倾向于从道与术、理与术的层面强调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和儒生的工作无异，甚

至更优于儒生。他在《赠医家吴教授序》《赠建昌医家吴学录序》《赠张希徳序》中反复指出，儒之道无所不通，医之道不过一技

尔，但儒之道在于以仁济天下，医之技也在于以仁济天下，因此是相通的。王元直五世业医，举止儒雅，属于“世医也，儒医

也”，因此，“习于术而精于理，其表然出乎俗医之右也固宜。”3 在吴澄看来，这些术业其实都是道和理的体现。在《赠郑子

才序》《送王东野序》《送方实翁序》《送谢见山序》等文中，吴澄甚至认为文中所述医生、篆刻工的品行、能力远远超过了儒士。 

吴澄为这些谋求别业的儒士写序，一方面反映了吴澄对这些术业知识的深刻体悟和笃信不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吴澄调整

知识结构以应对世变的处世策略。在《赠道士谢敬学序》《赠医士章伯明序》等文中，吴澄不仅一再宣示自己曾博观医书，而且

对医学问题发表长篇大论。吴澄深通《周易》，深信相术，特别推崇邵雍之数学，认为“康节之心如明镜止水，不尘不波，凡物

无以遁其形，所谓至诚如神者”3。从《赠王用可序》《赠葬师赖山泉序》《赠相士吴景行序》等文可以看出，吴澄对郭璞以来的

葬术深信不疑，认为葬师之法可以改神功、夺天命，儒士们改业为地理师，“抑亦光于祖矣”
3
。吴澄的这些认识，是他于长期

治学生涯和教育生涯中积累体悟所得，亦是在铨改举废背景下思考儒士命运的结果。1311 年 63 岁的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一

年，他撰写了《学基》《学统》《教法》，试图进行教学改革，推行自己的学术理念和教学理念：《学基》辑录四书五经以及宋儒语

录；《教法》包括四个方面，即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学统》按照重要程度开列书单：本言包括四书五经和《孝经》，干言

包括宋儒周、张、邵、程的著作，支言包括《国语》《国策》《史记》《老子》《庄子》《孙子》（《八阵图》附）《楚辞》（《楚辞后语》

附）《太玄》（司马光《潜虚》附），末言包括《阴阳大论》《内经》《八十一难经》《伤寒论》《周易参同契》《葬书》。这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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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体现了吴澄融理论与实践、儒学与术数、道学与文学、世儒与别业为一体的教育理念，是理学家吴澄人间情怀的体现。这

些理念在吴澄的赠送序中有全方位的体现，是吴澄对朋友、同道、晚辈的谆谆告诫。 

三、儒学与吏事 

元廷除了实行根脚制、族群等级制等政治制度外，还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从吏员中选拔官员，儒生屡被嘲笑为迂阔无用，导致

以儒入仕之路颇为艰辛。吴澄写给政事官、教官和吏员的 89 篇赠送序不仅清晰地揭示了元代特殊选举制度下士人的仕宦路径，

而且凸显了吴澄对儒学与吏事（政事）的辩证思考。这些思考带有强烈的复古主义特征和现实主义情怀，既援引古代典范为当下

儒士辩护，也清醒地认识到吏事（政事）需要实学实能。 

吴澄对元代士人的入仕困境有着清晰的认识，因而援引古典为士人提供榜样，为士人以儒入仕进行辩护。63 岁那年，吴澄

在国子监倡导教学改革，其教法四条包括经传、行实、艺文、治事，目的在于培养儒吏合一的官员。78 岁那年，他在《送崔知

州序》中坦陈：“夫侯以才吏，而有志于儒术；予以腐儒，而亦有志于吏事。侯屡底绩，而予老不能有试。”3年近80的一代大

儒竟然为自己无缘试吏而遗憾不已！在为士人撰写赠送序时，吴澄往往援引古典强调古代儒门圣贤其实是文章与政事、儒学与吏

事合一的典范：其《送皮昭德序》云：“圣门之可使从政者，赐之达、求之艺、由之果也”
3
；又其《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

序》云：“文学足以发身，政事足以涖官。既在人之先矣，又将可为圣门四科之首，非但为一族儒林之最而已也”3。吴澄推举

这些典范，是为了推介笔下的当今儒士。吴澄也坦言：“世以儒为无用久矣，惟撰述编纂之职、讲论传授之事不得不归之儒，是

所谓无用之用者。噫！有用之用难也，而无用之用岂易哉？予观儒以无用之用用于世而无愧焉者几希，则儒之见轻，未必皆轻之

者之过也，殆亦由己取之，而于人也何尤？”3 故而当他发现邓善之在国史翰林院靠才学获得巨大声誉时，不仅认为邓善之实现

了无用之用，洗刷了儒者见轻之耻，而且认为如果给邓善之提供有用之用的舞台，他亦能够获得成功。 

由于援引古代儒家典范为士人辩护，吴澄也特别赞赏古代的选举制度。在他看来，古代选举制度能够选拔儒学与吏事（政事）

合一的贤才。他指出：“古之为士者，苟可以仕，则选于里，举于乡，而长治其乡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资禄养。

此古之士所以自安于分内，而无愿外之想也。后世取士之法不一，虽存选举之名，而实与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实能，

而于其不可用之虚伎；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3 在吴澄看来，古代的选举非常得法，推举出来的人才，

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吏，均德才兼备。 

在思考士人出路时，吴澄特别赞赏元廷的以儒补吏政策。在他看来，以儒补吏能够从儒治、儒品层面提升吏员（官员）的素

质。所谓儒治，是指仁政之推行。如他指出，刘安世在国子学担任过十年教职，“儒而才”，其出任行台监察御史，能够精确把

握儒家仁政的精髓：“夫澄源正本，使人相率为善者，上也；发奸擿伏，使人不敢为恶者，下也。”
3
兵部侍郎崔耐卿东归高丽

时，吴澄特意列举他的两件政事，以见其仁义、忠孝，并“赠之以言，而勉之以晞贤晞圣之学，俾益扩其仁义之良心，益敦其忠

孝之善行，庶几他日遂为中国名卿云。”3 所谓儒品，是指清廉之养成。在《赠豫章高晋序》中，吴澄认为高晋以儒试吏，品行

高尚，因此外术不足以移其心；在《送常宁州判官熊昶之序》中，吴澄称道金谿县尹李有仲有五善，即廉、明、仁、能、公，而

这五善正是儒品、吏才的绝佳体现。在《赠梁教谕序》中，他甚至将为官大要说成是儒廉、吏能的统一。他也正是从这个层面去

理解仁宗的贵儒抑吏政策的：“我仁宗皇帝之贵儒抑吏也，盖以吏多贪残，而儒流知有仁义故也”3，“当今贵儒而贱吏。贵儒

者，非徒贵其能，盖贵其廉也。贱吏者，岂谓其不能哉？恶其不廉耳”3，“今日以儒为吏，上之人盖欲革吏之心也”。3 

吴澄为儒生辩护的同时，也发现吏进的人才制度更有利于选拔具有实学、实能的人才。他指出，“先汉之初任文吏，宰相往

往由吏起。吏贵重，故吏亦自贵重。严酷者或有之，而贪浊者鲜有也。其后重者浸浸以贱，逮宋之季极矣。”他还指出，元廷用

吏颇类汉朝，并以自己在京师的见闻说明这种用吏制度的优越性：“至元间，予尝游京师，获接中朝诸公卿，自贵戚世臣、军功

武将外，率皆以吏发身。盖当时儒者进无它途，惟吏而已。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

官之与吏，情若兄弟。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临也。而其时之吏多修洁。”在他看来，吏习败坏，吏职遭人轻视，是“杂以南土

旧日之吏故也”
3
。透过《送申屠子迪序》《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可知，北方的世家子弟、根脚儒臣申屠子迪、卢挚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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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学实能，儒学、吏事俱佳。像卢挚为“亲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宫禁事耳闻目见熟矣。凡宏规远范、深谋密

虑，有人不及知，而公独知之者。事或昔然而今不然，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议，公援故事以对，言信而有证，听者乐而行者不疑，

其与疏逖之臣执经泥古、师心创说，而于成宪无所稽者，相去万万也”
3
。透过《赠张嘉符序》《赠王士温序》可知，世家子弟本

可以直接担任品官，可他们的父母却特意让他们担任吏职，走儒学涵养与吏事历练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吴澄看来，这种教育观念

是特别具有远见卓识的。 

四、小结 

吴澄在入元后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创作了 193 篇赠送序，居元代文人之冠。这些赠送序不仅全方位地反映了元廷根脚世

袭制、族群等级制、吏进制等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下儒士的入世面向，而且呈现了一代理学家、教育家对儒士入世的理论思

考和人间关怀。他援引孟子的“天爵”“人爵”命题来观照儒士的命运，认为道德修养比功名利禄的追求更为重要，也更有利于

儒士在特殊的制度下安身立命；他不仅揭示了儒士应对世变时在教学、仕宦上的不懈努力以及利用原有知识体系改从别业的路

径，而且流露出强烈的世儒情结，在为从事别业的儒士进行辩护的同时试图教导儒士调整知识结构以应对世变；他援引儒家古

典，对元代的儒进与吏进制度进行了辩证思考，用儒廉和吏能来阐释为官之道，在为儒士入仕进行辩护的同时也看到吏进更有利

于选拔具有实学、实能的人才。作为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吴澄在学术、教育、文化、文学上的影响颇为深远，目前的相关研究

远远不够。就本论文对吴澄赠送序的研究来看，吴澄不仅是一个善于和会传统资源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有着强烈人间关怀的作

家，他对元代儒士命运的思考对于我们认识元代文化和元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全元文》据康熙五十九年刻《西江志》辑录吴澄集外文《送艾庭梧序》,该文所述作者经历与吴澄经历不符,而与程钜夫

经历颇为吻合,且收录于《雪楼集》,当为程钜夫之作。因此,本文统计吴澄赠送序将这篇文章剔除。 

2参见李宜蓬:《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完美结合——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的文学价值》,《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期;周兴陆:《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本事钩沉》,《文学遗产》2017 年第 1期。 

3(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0)(31)(32)(3

3)(34)(35)(36)(37)(38)(39)(40)(41)(42)(43)(44)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14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8、83、

136、103、88—89、195、233、141、144、104、247、116、151—152、13、217、173、221、186、183—184、154、172—173、

81—82、123、218、150、241、231、110、96、128、190、176、163、237、82、147、94、148、87、92 页。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12 页。 

5(22)吴澄曾给个别士人写过多篇赠序,但每次的身份均不同,为统计赠送对象的身份起见,每序均算作一人。 


